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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化或脉络化?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径
朱双一
［摘 要］近 20 年来国内学界对于“经典化”存在着以作品的审美艺术性或以作品的社会
文化内涵为标准两种不同取向。前者强调布鲁姆式“审美自主性”，认为经典取决于作品
自身内在素质，美学尊严、原创性、审美形式等是其清晰标志;后者认为经典并非隔绝
于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等，是否经典应由时间和广大读者加以汰选和判定。在
新时期以来的特定语境下，前者更受青睐，但仅有百来年历史的华文文学还属于应对大
量作家作品加以发掘、梳理、解读、筛选以免任其湮没，而非由少数专家进行经典判定的
阶段，因此单德兴等提出的脉络化乃至“双重脉络化”也许更值得借鉴。就文学外部而言，
应放在其产生的所在国(地区)和作家祖(籍)国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中;就文学内部而
言，应放于在地华文文学的发展脉络乃至包含中国大陆在内的整个中文文学的发展脉络
中，在其中一个或多个脉络中能够发现其特殊的价值或创新性，乃经典确立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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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20 多年来，“经典”“经典化”“典律建构”等成为我国文学研究界的热门话题，甚至引发
争论，“这些看似旧调翻新的老生常谈，实则多是令当下文学研究者深感焦虑的前沿问题”，甚至
已从个别“事件之争”和“概念之争”发展到关乎文学全局的“思潮之争”。①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也很
快加入此一热潮中。对此争议性话题，笔者以为，如果“经典化”指的是作家努力提升创作水准以
使自己作品跻身“经典”之列的目标和过程，本无可厚非;如果指的是非创作者———如评论家、文
学史家、出版商、奖项评委等———评判、选定“经典”乃至建构“经典”的作为，则未免具有一定的
可议性，其产生的问题包括:谁(包括个人和机构)拥有评判和选定“经典”的权力?评定“经典”有
否举世公认的统一标准?“经典”是固定、永恒的还是随着时代、语境的变迁而不断变化的?问题
甚至还可以是:真的有评定“经典”的必要性吗?
“经典化”的积极提倡者一般认定具有统一固定的评判标准和永世不变的“经典”，因此往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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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割裂文学与时代、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的纯审美倾向。与之相对的学术取径则是
“脉络化”———努力将文学作品放置于其所由产生的社会现实语境和历史文化网络中加以考察并揭
示其发展脉络的学术路径。这两种学术取径的取舍或融合可以见仁见智，但面对不同的具体对象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例如，中国固然已经产生了四书五经、李白杜甫、红楼水浒、三国西游等世
所公认的文学文化经典，但这是经过数千年无数读者的阐释、筛选的结果;而严格意义的近代以
降的“世界华文文学”，充其量仅有一两百年历史且处于急遽发展过程中，其意义和价值往往更多
与具体的时代社会、历史文化紧密相连，因此与其急匆匆地用所谓纯审美标准进行经典的评判，
导致众多的研究者过度集中于诸如张爱玲、余光中等“经典作家”的身上，不如将更多的精力放在
对更广泛的华文作家作品———包括处于边缘、角落的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作全面的挖掘、发现、
梳理、阅读，考察其于社会历史、文学文化脉络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对于华文文学研究而言，
“脉络化”显然是比“经典化”更为适合、有效的学术取径，值得大力提倡。
一、经典悲歌:“审美自主性”的实践困境
“经典化”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起为国内文坛学界所热议，应与 1994 年美国学者哈罗德·
布鲁姆《西方正典》以及在此前后荷兰学者佛马克、蚁布思和匈牙利学者斯蒂文·托托西在北大演
讲有密切关联。很快出现了谢冕、钱理群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996)、谢冕主编的《中国
百年文学经典文库》(1996)等实绩，至 2005 年江宁康翻译的《西方正典》中译本出版后①，形成持
续的高潮，至今未辍。加入此一热潮中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近 20 年来探讨或涉及华文文学经
典化问题的论文已超过 30 篇。其中包括黄万华《20 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2000)②，方忠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2005)③、刘俊《经典化的条件及可能———北美(新)
移民华文文学的创作优势分析》(2006)④，颜敏《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
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2009)⑤，任茹文《经典的意义与我们时代文学的病———从〈西方正典:
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谈起》(2012)⑥，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
(2013)⑦、《典律的生成:战后中国文学转型的基石》(2014)⑧，饶芃子《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
究之思》(2014)⑨、陈涵平《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关系与历史语境———兼谈〈埃伦诗集〉经典化的可
能性》(2014)瑏瑠、饶芃子《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研究之我见》(2015)瑏瑡、庄伟杰《论海外华文诗歌走向
经典的可能性》(2015)瑏瑢、方忠《论台湾文学的经典化及其意义———以“台湾文学经典”评选为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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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2015)①，张晶《中国渊源与本土诉求:从〈新华文学大系〉看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的经典建
构》(2017)②、朱巧云《论当代海外华人古体诗词的经典特质与经典化研究》(2017)③，等等。2015
年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的学术年会更直接以华文文学的经典化为主题。可以看出，
在华文文学研究界最早提出经典化问题的是黄万华，而用心至殷、呼唤最切、深具号召力的是华
文文学学科带头人饶芃子。刘俊和方忠，或论述了经典作品所应具备的品质，或试为“经典”下一
准确的定义。颜敏的论文触及了传播媒体在“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跨学科的问题。陈涵
平联系《埃伦诗集》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关系来谈其“经典化”的可能性，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与大陆学界差不多同时，在中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的重镇台湾，文学“经典化”也一时成为热门
话题。1997 年正值尔雅出版社隐地等人创立“尔雅年度小说选”三十周年，遂由王德威选编了《典
律的生成:“年度小说选”三十年精编》，乃 30 年来 250 位以上作者的 304 篇作品的再精选集。像
这样筛选再筛选，当然也是一种经典化的过程，王德威表示:“当我们探勘现、当代台湾小说史
时，尔雅三十年的小说选因此提供了极有利的角度”。中国文学史上通过编选作品集而达到“经典
化”效果的实例并不少见，仅新文学，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成功范例:良友公司出版之《中国
新文学大系》;当代台湾也先后有巨人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1972)，天视版《当代中国新文学大
系》(1980)，九歌版《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台湾一九七○ ～一九八九》(1989)等。“尔雅年度小说
选”与之不同之处在于:“它以一年为期，将文坛佳作筛选归纳，重予推荐……这样渐进积累的编
选方式，在初期看似小本经营，但经过相当时期后，竟显出另一种史观:创作风貌的改变、批评
标准的推移、阅读团体的替换”，以及“文学创作、出版环境以外的种种历史变迁力量”④，可说是
经典化的另一种有益尝试，却同时带有了脉络化的视角。更值得注意的却是一两年后在台湾引起
轩然大波的评选“台湾文学经典”活动。尽管该活动由广泛联系作家的“联副”具体承办，以“凝聚
文学共识，建构文学传统”为宗旨，经过了初选、复选和决选三个阶段，担任评选人的台湾作家、
学者达数十人之多，选出 30 本书作为“台湾文学经典”，作为决选委员之一的王德威在决选会上也
反省了经典评选中确实存在的神圣化、权力化意味和某种武断性，以及今后经典不断被改写、颠
覆的可能性，⑤ 然而此事在部分台湾作家中引起的激烈反应仍让人始料未及，有 6 个文学团体联合
举办“抢救台湾文学”记者会，四十几位作家或文学界人士到场联署，发表三点声明表示不满，甚
至要求官方取消“台湾文学经典”名称。⑥ 在此巨大压力下，文学经典评选活动在台湾也就成为绝
响。这事件说明，所谓“经典化”的愿望不可谓不好，却面对着诸多难题，包括:“经典”是如何产
生的?什么人或机构有权决定“经典”?有没有认定“经典”的客观标准?如有，这标准是什么?乃
至有无评选经典的必要等疑问，不一而足。
其实，国外学界围绕着文学“经典”“经典化”的相关争论延绵不绝，几达势不两立。像布鲁姆
的《西方正典》即明确树立其对手———最近数十年兴起的“文化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女性主
义、新历史主义、解构论者、非洲中心论者等所谓“憎恨学派”———他的许多观点，其实就是在与
对手的辩驳中表达出来的。如果说布鲁姆代表着一个极端，所谓“憎恨学派”代表着另一极端，在
二者中间则有广阔的或折中或辩证的中间模糊地带。中国(含台湾)学界的情况与之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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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姆的观点可用“审美自主性”来囊括，它包括几层含义。其一，它突出了“审美价值”，认
定“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①。这是布鲁姆立论
的基点，也是他评判“经典”最高的也是唯一的准则。
其二，所谓“自主性”，主要指经典性取决于作品本身的内在特质，与外在的时代、环境因素
没有关系，具有长久性乃至永恒性。因此在经典的“本质论”和“建构论”之间，它明显属于“本质
论”。
其三，布鲁姆认为文学特别是文学经典不受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既不为了
上述目的而产生和存在，也不为它们所左右。他将“以各种社会正义的名义”写出的作品称为“劣
作”，宣称:“东西方经典都不是道德的统一道具”;“莎剧的功能与公共道德和社会正义几乎毫无
关联”;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的或个人的道德价值或为了服膺某种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
阅读”;“文学研究无论怎样进行也拯救不了任何人，也改善不了任何社会。”②即使有些经典作品
也描写了社会，但使其成为经典的也还是其审美价值，与社会、道德描写并无关系。
其四，那文学经典到底与什么有关?或者说它应走向何方，落实在何处?布鲁姆的答案是:
走向个人、自我的独孤中。他写道:“我本人坚持认为，个体的自我是理解审美价值的唯一方法和
全部标准”，阅读经典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
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布鲁姆强调个体、自我，赋
予其理论强烈的精英色彩，甚至认为“审美价值……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
人”③，这样“经典”就被神秘化后成为精英们的专利，而与社会大众、普通读者隔绝了。从他对
“死亡”的强调中，或许可理解为何《西方正典》开篇总论部分就题为“经典悲歌”，最后又以“哀伤
的结语”收尾的原因了。除了个体最终归宿与“死亡”相连外，更主要的是连作者自己对其理论在
当前“文化研究”蔚为主流的情况下，到底能有多少知音，也不敢过于乐观。
其五，是经典的认定标准问题，它显然是“经典化”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实质推进的前提和关
键。如果说“审美自主性”是一种原则性的表述，布鲁姆还有稍微具体的技术性表述，这就是“娴
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等要素所形成的一种“混合力”④。这也就
成为人们评判“经典”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最后，还有一个“经典化”是否有必要的问题。人生有涯，无法读尽所有书籍，如何挑选最有
价值的书来读，是每个人都要面临的问题。布鲁姆显然想用精当的篇幅，呈现他所认定的值得全
体人类永久记忆的传统和心灵。具体说来，“经典”对于作家而言，是可借以认知前辈作家形成的
传统———所谓“影响的焦虑”———以便开辟新的“原创性”;对于读者而言，并不是为了获得道德教
化等目的，而是因为“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⑤。在中国学
界，“经典化”往往与文学史书写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在布鲁姆那里，为读者挑选优秀作品是“经
典化”的目的之一，我们或许还可追问:在撰写文学史时，它是否也是一项必不可少的首要工作?
是否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甚至比他更为重要的工作要做?“经典化”时，是否就只能是布鲁姆式割
断与社会语境关系而专注于作品自身审美特质，还是可由其它更好的方式、路径来进行经典化?
在回答这些疑问的过程中，另一可取的学术路径———脉络化———也将得到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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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0 页。
［美］哈罗德·布鲁姆著，江宁康译:《西方正典》，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1 页。
二、“脉络化”在跨时空、跨文化研究中的优势
与国际学术界有布鲁姆与“文化研究”学派的对立一样，中国国内在“经典”问题上同样有两种
不同观点的分野。其分歧的根本焦点，同样在于注重文学的审美功能或是其社会功能。新时期以
来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注重文学的审美本体和“文学性”、反对文学与政治意识形态产生关联的观
点无疑占了上风，因此也就与布鲁姆有了更多的契合，但仍有不少不同的意见，所谓“脉络化”即
其一。这些观点对与中国文学享有同一母语，又具备共同民族文化底蕴，只是政经文化环境有所
不同的华文文学而言，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西方正典》中译本出版后，中国大陆学界的反应虽然有褒有贬或力求中性、客观，但总的说，
肯定之声多于批评。《文艺研究》很快刊发了颇具分量的论文加以讨论。该书译者江宁康的《文学
经典的传承与论争———评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与美国新审美批评》一文，梳理了在重视
社会批判功能的“文化研究”等学派蔚为主流的背景下，作为其反拨的、以《西方正典》为代表的、
试图恢复重视文学审美价值和语言特性之传统方法的“新审美批评”的发展状况，指出布鲁姆等人
要坚持西方文化传统观念，就必然要捍卫西方文学经典的伟大与不朽，并以超越具体时空的审美
理想来传承其正统谱系和血脉，坚持文学审美批评的自主性。① 双方分歧的焦点既在于以文学的审
美艺术性或社会批判性为“经典”评判的标准上，更在于如何对待千百年来被奉为“经典”的作品的
态度上。布鲁姆捍卫经典，其实就是捍卫传统。不过笔者觉得，如果略作逆向思维，这种“经典”
和“传统”的共生关系对于华文文学经典化的启示意义反倒在于:延续传承了千百年的西方文学，
布鲁姆也仅列出 26 个在他眼里堪称“经典”的作家;仅有百来年历史的中国本土之外的华文文学，
显然未及形成深厚的传统，因此，华文文学的经典化，或许不能操之过急，至少不必急于评定经
典，而是要更注重于经典的寻找、发现、汰选、研究的“化”的过程。因为缺乏传统根基的被“经
典”的作品，未必就能真正地垂范后世，具有永久的生命力。同时也切忌以固定单一的标准来对作
家作品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要在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涵括尽量多的作品加以阅读、研究、筛选，
才能真正发现经典，为经典定位。
同样发表于《文艺研究》上的还有黄应全《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评哈罗德·布卢姆的〈西
方正典〉(修订本)》一文。作者坦承读过《西方正典》中译本后难以掩饰的喜悦心情，因为书中观点
与他“希望文学批评从‘文化研究’回归‘文学研究’”的期待颇相符合。文中对于布鲁姆作为“审美
自主性”卫道士的反道德主义立场、强调“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以及“经典”取决于它
本身内在素质的本质论观点等，有深入到位的分析。但笔者以为，该文对华文文学研究的最大启
发，也许在于他赞许布鲁姆的同时，也指出了他的一些“危险”之处，那就是把文学偶像化、神秘
化的倾向。由于在衡量文学作品孰高孰低的标准问题上从来缺乏共识，“撇开公开或隐蔽的官方或
商业操纵不谈，那些最自然的、经过长期‘考验’的经典也是作品质量与集体幻觉相互交融的结
果”，这就产生了“不是因为作品质量高才成了经典，而是因为作品成了经典它的质量才显得高起
来”的现象。这样的经典化也就有可能同时也是一场“文学造神运动”②。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高度
警惕。由于媒体炒作而成为名家的现象可说屡见不鲜。此外，布鲁姆所强调的原创性也并不必然
与他所追求的审美艺术性相符合———原创性很可能日益演变为普通读者难以接受的怪异性，从而
背离文学的初衷。部分现代主义作品也许就是这种逻辑发展到登峰造极的表现。它求新求异的结
果是远远脱离了普通读者，变成一种只为作者和批评家存在的文学。与此同时，由于不能得到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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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者自发的认可，为了拥有经典的社会地位，不得不把自身神秘化为高级文学、“真正的文
学”。①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 20 世纪 50 年代台湾的现代诗有不少写得那么艰深晦涩。
值得注意的是，与上述对布鲁姆的赞同态度相反，有学者并不看好布鲁姆“审美自主性”理论
运用和实现的前景。如郝岚《重申文学经典的审美自主性》一文认为，布鲁姆坚持“经典”的不可动
摇与统一性，但美国文化历来有实用主义和世俗化传统，这决定其当代人文选择只能是现代需求
而不是坚守传统。当今流行的文化相对主义已经使得很多批评家不再敢大胆断言哪些是真正的文
学经典;此时“布鲁姆统一经典的雄心和对文学性的执著固守，无疑成为空谷足音，也因此显得弥
足珍贵”②。表面上是赞扬，其实流露出对其前景的担忧。刘悦笛则试图改换一个提问方式:不去
追问何为经典，转而追问到底由谁来确定经典。他认为，确认经典并非当代人所能决定的事，而
是有待于“后来人”，其中关键词为“时间”———留得住的就是经典，因此确定文学经典的时态一定
是“将来过去完成时”!③ 这一观点对于我们的启示是:世界华文文学出现的时间尚短，其经典的
确立还有待于“时间”和“读者群”的选择，而不必操之过急。另外还有郑伟直接对布氏经典化理论
加以犀利批评:“布鲁姆试图将文学领域的社会文化因素一笔勾销。那么，文学中剩下来的还有什
么呢?也许只有审美这个孤零零的东西了……在作者心目中，只有躲进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
仔细阅读西方经典，并且独自审美才是阅读的理想状态。但是，这种理想状态只能是布鲁姆作为
‘学院派’的批评家美好的一厢情愿了。”连布鲁姆自己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
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衰退难以逆转。”④由此可知，虽然布氏理论在中国某一特定时空
语境中广受青睐，但它毕竟与国际社科界的主流背道而驰。这一点，值得华文文学研究者选择学
术路径时细加斟酌。
在对相关议题发表意见的学者中，不乏造诣很深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们在经典是由作品内
在本质或外在因素所决定的，经典与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关系等诸多问题上，与布鲁姆
“审美自主性”观念也并非完全一致，有时甚至南辕北辙，同样能给华文文学研究的路径抉择提供
有益的启示。
有文艺学理论泰斗之称的童庆炳认为应该在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由
此提出了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 (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
(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 (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
(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的价值取向。他认为，这六个要素的前两项着眼于作品的内部
因素，三、四项瞩目于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最后两项“读者”和“发现人(赞助人)”乃“内部和外
部的连接者”。⑤ 如果考虑到所谓“赞助人”(如颁奖者、出版者)往往是代表着某种文化权力的机
构;所谓“读者”，如果在某一特定时空中形成了一种广大读者的集体思维，那就构成了“思潮”或
曰集体性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因此可以说，此经典建构的六大要素中，仅有前两项
属于作品内部自身的审美品质，其余四项全指向了外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很显然，在童
庆炳看来，对于“经典”而言，与时代和社会的关联不仅无法忽视，甚至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
“经典化六要素”说对于华文文学研究明显具有启示意义。颜敏《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
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⑥一文考究文学期刊———相当于“发现人”“赞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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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应全:《如何构想新审美批评?———评哈罗德·布卢姆的〈西方正典〉(修订本)》，《文艺研究》2006 年第 3 期。
郝岚:《重申文学经典的审美自主性———从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说起》，《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 年第 6 期。
刘悦笛:《当代文学:去经典化还是再经典化》，《文艺争鸣》2017 年第 2 期。
郑伟:《布鲁姆的经典悲歌———解读〈西方正典〉》，《凯里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5 期。
颜敏:《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与“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大众化、经典化及学科化》，《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4 期。
在华文文学经典化中的作用，显然与之有相似的思路。
比较文学学科领军人物王宁则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化”加以质疑，指出:近年来兴起的“文
化研究”以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为其重要特征，一方面，它冷落那些过去被视为经典的“精英文化
产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那些原本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来挑战经典
的地位。文学经典的确立不是一成不变的，昨天的“经典”有可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而在今天成了
非经典;昨天被压抑的“非主流”文学(后殖民文学和第三世界文学)也许在今天被卓有见识的理论
批评家“重新发现”而跻身经典的行列。① 很显然，王宁也并非一概地反对“经典化”，而是希望通
过去精英化、去经典化而“重写文学史”，建构起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的经典系统。为此他提出了
“中国现代经典”的概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通过翻译等接受西方文学影响，“它既可以与中国古
典文学进行对话，同时也可以与西方现代文学进行对话”，“所探讨的大都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
事件和问题”，因此断言: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自己的古代传统同时又与西方现代主义和
后现代主义文学有着一定差异的独特的传统”，亦即另一种“现代”经典。② 在王宁看来，20 世纪中
国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说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经典的消解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构过
程”，这一点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例如，鲁迅、茅盾、张爱玲和沈从文的创作已经进入国际
比较文学学者的现代经典研究视野;出版于三四十年代解放区的一些“红色经典”作品也引起西方
比较文学左翼学者的重视，纳入国际性“左派经典”研究范畴;而崛起于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文学
也已被当做全球化时代的“当代”经典来研究。③
王宁观点给我们的启发在于:也许不能停留于阐述“经典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才能使
华文文学作品也进入被文坛和学界所公认的“经典”行列，应是一项更重要的工作。我们或许可从
鲁茅张沈、红色经典、新时期文学等“经典”中得到某种启示。上述作品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度
也许有强弱多寡的区别，但均非“告别革命”“没有主义”这一点是绝无疑义的。即使是张爱玲的作
品，也与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用王宁的话来说，它们确实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产生了一
些“现代”的转化，但“所描写的内容或所讲述的故事却是地地道道发生在中国的民族土壤里并具
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④。很显然，20 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处于旧经典消解和新经典重构的历史阶
段，这对与中国文学享有同一语言文字，又具有密切文化渊源的华文文学而言，可说是不可多得
的良好时机。中国文学经典重构的思路和经验，无疑可为华文文学提供借鉴。像王宁所强调的“具
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的经典评判标准，虽然未必完全适用于华文文学，但其基本精神仍具有启发意
义，华文文学作品如果要成为“经典”，恐怕也非走此路不可。华文作家在学习“西方”“现代”方面
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最终还得落实在描写发生于自己“民族土壤”里的中国人(华人)的故事。
这里“民族土壤”当然未必是物理意义上的中国土地，华文文学可以也必须更多地描写发生在所在
国土地上的“在地”故事，但它们必须植根于精神意义上的“民族土壤”中，写出华人华侨在海外充
满酸甜苦辣的命运和奋斗经历，以更丰厚的民族性来获得更多的来自全世界的肯定，这也许是华
文文学经典化之正途。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经典”“经典化”问题观点不尽一致的探讨，笔者觉得最具借鉴意义的是一
种以“脉络化”乃至“双重脉络化”作为学术取径的思路。它常出自翻译家或比较文学学者。翻译家
往往是“天生”的经典问题关注者，因为翻译本身就是经典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只要不是出于某种
意识形态的强制要求———譬如冷战时期张爱玲受“美新处”聘用而翻译陈纪滢反共小说《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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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翻译家选择的必然是他心目中的“经典”作品，因此翻译实质上就是一个跨域传播经典的
过程。然而，翻译家往往是经典建构论者而非本质论者，这也许缘于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的亲身体
验。翻译过程中原作被改得面目全非，或一个作品在原产地读者反映平平，翻译到另一国度后，
却大红大紫，成为译入国文坛的“经典”之类情况，他们多有所见。这就让他们相信“经典”未必
完全取决于自身的内在素质，而是与外在诸种因素紧密相关。对于上述情况王宁虽未必直接采
用“脉络化”概念，但实际上否认了“审美自主性”观点而肯定了“脉络化”的思路。台湾学者单
德兴具有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他的特殊贡献也许就在于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明
确阐述并倡导“脉络化”乃至“双重脉络化”的学术路径。他说明其《翻译与脉络》一书的取名，“主
要目的之一就是强调翻译并不局限于孤立的文本，更要带入文化与脉络”①;而强调“脉络”的原
因，在于“翻译是一时一地的产物，必须落实于特定的时空脉络来探讨，方能显现其历史与文化特
殊性”②;他并进一步提出“双重脉络化”的概念，指出翻译作为一种“跨 /双时空、跨 /双语言及跨 /
双文化性质”的活动，在“把作者和文本置于源始文化和源始语言脉络”的同时，也应将其“置于目
标文化和目标语言的脉络”中③。收入该书中的几篇论文都可说是这种“双重脉络化”的实例。以
《格列佛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传播史为例，该作被译家选中当然是因为它的某种经典性，然而翻
译到中国后却面目全非，从一个英国 /英文的经典讽刺叙事，变为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儿童、奇幻
作品;其不同时代的翻译又千差万别，其“中译史本身便是一部误译史”④。这说明，所谓“经典”
并非有什么固定的“本质”，而是受不同时空语境的影响，根据不同读者、受众需求而有不同的意
义和呈现。
与王宁有所不同的是，单德兴不仅是比较文学学者和翻译家，在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也成绩
斐然，与华文文学研究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虽然他讲的是翻译，但所说的“跨时空、跨语言、跨
文化”特点，华文作家所处环境与之颇为相似，因此华文文学研究显然也可采“脉络化”“双重脉络
化”乃至“多重脉络化”路径。华文作家既然以中文为创作语言，也就必然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他们在异域环境下用中文创作，等于将中华文化“译”入了新的语境中，让中华文化与
在地文化进行交汇和融合;他们根据这种经历加以创作，写出他们在跨地域、跨文化环境中的特
殊感受和情感，其作品不仅在当地流传，也有可能再回到其文化母国———中国———来。这样他们
的创作活动和作品，必然处于多重的脉络中。首先是其文化母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包括中华
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根基;其次是他们当前所在地的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脉络，其创作必然带
有这双重脉络的印迹。据此创作出来的作品，仍旧处于双重脉络中，一方面是进入诸如北美华文
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的脉络中，另一方面则会回到整个中文文学的脉络中。以北美华文文学为
例，研究者面对某一作品，既要将其放在它所由产生的北美在地现实社会和历史文化脉络中，考
察它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所面对和试图解决的问题，也要放在一两百年来北美华文文学发展的脉
络中，考究其与之前和之后的华文文学的传承、延续和创新、超越的关系;同样也很重要的，还
要将其放在整个中文文学的发展脉络中。因此，对于这些作品而言，是不是“经典”，会不会被
“经典化”，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即使想要将其“经典化”，也是要放到上述文学脉络中来考
察和筛选。因此脉络化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远远超过经典化。这是我们注重脉络化甚于经典化的
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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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单德兴:《翻译与脉络》，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Ⅸ页。
单德兴:《翻译与脉络》，第 237 页。
郭昱:《翻译的语境化研究———评介〈翻译与脉络〉》，《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 年第 3 期。
单德兴:《翻译与脉络》，第 35 页。
三、经典化或脉络化:华文文学研究的路径抉择
在对国内外学术界有关“经典化”和“脉络化”理论略作梳理后，还要将讨论落实到华文文学研
究的实际中来。
前已述及，在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坛、学界的现实语境下，中国大陆的华文文学研究者总体上
倾向于布鲁姆的观点。布鲁姆强调“经典”取决于其内在审美素质，并指称“经典”所具备的审美要
素包括“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及丰富的词汇”，这在华文文学研究者中得到
颇多呼应。如黄万华、方忠、刘俊等，都十分强调作品自身的审美素质。确实，一部作品即使由
于某种外部原因而成为“经典”，如果自身没有相应的内在审美品质，也无法获得广大读者的共鸣
和喜爱，其“经典”地位必然是无法长久维持的。布鲁姆列举的审美要素中包括了“原创性”，这几
乎为相关学者们所共同认可，如方忠的“经典”定义为:“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
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
性的文学作品。”①这里“原创性”被列为“经典”必备的四大素质之一。刘俊则认为经典作品在内容
方面挖掘和表现人性的“深”和“广”;在表达形式方面殚精竭虑地用心“创造”，将语言、结构、视
角、叙事、形象、意象、意境等“元素”和手段加以艺术化、有机化运用，从而以自己真正的“创
作”改变既有文学“规范”，激发同行和读者改变艺术口味和习性，转换看取世界和艺术的思维和
立场，在审美标准上体现出一种“美学的尊严”，即追求“美”并在作品中塑造了美。② 这里强调的
“创造”“转换”以及“改变规范”等语，都具有“原创”的含义;所谓“美学的尊严”一词，也与布鲁
姆“英雄所见略同”。可贵的是，学者们对布鲁姆既有所呼应，更有必要的修正。如布鲁姆口中的
“经典”是恒久固定的，方忠却特别指出:“经典并不是恒定不变的。由于文学观念、审美价值取
向的差异，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经典”;“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是不断流动变化着的。
我们在讨论经典的标准并进而确认一个时代的经典之前，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到历史的延续性，尊
重前人对经典的选择，另一方面要有独特的时代眼光与现实立场，重新选择和淘洗经典。”③这就说
明，固然会有少量流传百世、亘古不变的经典，但更大量我们所说的“经典”，其实与不断发展变
化中的动态脉络紧密相关。这也决定了我们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语境来谈论“经典”。这里所说已
经带有“脉络化”的含义了。
布鲁姆说法的可议之处还有不少。如布鲁姆将“语言”列于经典要素的首位，然而世界性经典
显然面临着跨语传播的问题，经过翻译，所谓“娴熟的形象语言”的妙处，恐怕要丢失大半，像中
国古典诗歌中的平仄押韵，翻译成外文后其妙处必已荡然无存。华文文学也许不存在这一问题，
但“华人文学”(如华裔英语文学)则无法逃脱这一限制。再如，文学具有认识功能，因此将“认知
能力”作为经典评定标准之一，本来颇为合理;然而作家认知的主要对象是社会，如果剔除了社
会，只沉浸在个人内心世界，其认知是颇为狭隘的。又如“原创性”，对于华文作者而言，只要他
不局限于所谓个人内心的“孤独”，而是如实地写出了他对异域社会的独到观察，或者自己独特的
人生经历、体验和情感———这本来就是华文作家的优势———这作品就具有了“原创性”。但如果依
照布鲁姆“审美自主性”的要求与社会、时代、道德、政治等切断联系，可体现“原创性”的就只剩
下“语言”“词汇”等项了。这样的“原创性”必然导向对形式的偏执追求。像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台
湾部分现代派诗人怀着精英观念追求创新，但内容上脱离现实而仅体现于形式上的炫奇怪异、花
样翻新。数十年过去了，这些艰深晦涩的作品有多少能够留存下来经受一代一代读者的阅读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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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江海学刊》2005 年第 3 期。
刘俊:《经典化的条件及可能———北美(新)移民华文文学的创作优势分析》，《华文文学》2006 年第 1 期。
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江海学刊》2005 年第 3 期。
“经典”，是令人怀疑的。
华文文学研究界有学者强调“经典化”在文学史写作中的重要性。然而，文学史不能单由经典
作品的评析连缀而成，正如《西方正典》并非文学史著作一样。像胡适的《尝试集》，无论就其思想
内容或艺术形式，显然都不具备“经典”所应达到的高度和精致性，但它无疑应在中国新诗发展史
上占有一席之地。《埃伦诗集》也是如此，那些刻在天使岛木屋墙壁上的诗歌，无论如何也无法与
李白杜甫的经典作品相提并论，但其价值和意义，显然应由另外的标准来衡量，既有的评定古典
文学的标准，对它显然是不适用的。陈涵平《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关系与历史语境》一文将天使岛
诗歌放到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来谈其不可抹杀的特殊价值和意义，① 堪称以“脉络化”方式将华文
作品加以“经典化”的尝试，令人激赏。笔者以为，“文学史”毕竟是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
文学研究可以集中探讨某一作品本身的思想和艺术内蕴，历史研究却应着重于脉络的梳理。文学
史书写必然要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甚至脉络的梳理和勾勒是更为重要的。
黄万华是华文文学研究界最早敏锐提出“经典化”问题的学者，在议题的开辟上功不可没;他
还意识到“经典”评判标准的问题，提出要在“一定的价值体系”中对经典作品加以“清晰的历史呈
现”②。设立“标准”既是经典汰选、认定的依据，也使它面临诸多问题的挑战———是谁掌握了设定
标准、认定经典的“权力”?标准是普世、固定、唯一的，还是因时、因人而变化，等等。黄万华
似乎倾向于设立一个统一的评判标准或“价值体系”———“第三元”。他写道:现实往往被“一元中
心主义”所主导，被“二元对立模式”所钳制，摒弃“一元中心主义”、走出“二元对立模式”的思考，
其指向正是包容并蓄的“第三元”;而海外华文文学作家在创作“第三元”文学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
有利条件。③ 不过笔者以为所谓“第三元”，其设想固然很有创意，但在实际创作和研究中要能落
实和实现，会有相当大的难度;或者说，所谓“第三元”并无法涵盖大部分优秀华文文学作品的特
征。因为想要“包容并蓄”，并非作为“他者”，处于边缘地位的海外华人自己所能决定的，“包容
并蓄”的愿景，要由身处“一元中心”或“二元对立”中强势一方的人们愿意做，才有实际意义。弱
势者也只有将其在“一元中心”或“二元对立”格局中所受痛苦呈现出来，才有可能影响强势一方作
出调整，建立包容、和谐的关系。华文作家如果漠视或逃避实际存在的诸多矛盾和对立，一相情
愿地想要“告别革命”“没有主义”“包容并蓄”，或者拘束于知识分子个人的象牙塔中，其作品写得
再“博大”“均衡”“沉潜”“静穆”，乃至包含了布鲁姆所认定的所有“经典”素质，可能也只不过是
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既无法对海外华人的整体现实处境有所反映和帮助，也无法得到广大读者
的喜爱和认可，也就难以成为“经典”，最终将为历史所遗忘。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多多少少
总与社会、道德、政治等有所关联，纯粹表达个人情感而刻意隔断与现实社会关系的作品，必然
因无关于广大读者的生活而难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其实黄文中所举不少“第三元”的作家作品实例，
也并非真的就不食人间烟火。像於梨华《傅家的儿女们》等小说，何尝没有处理中西文化“二元对
立”的主题?即如白先勇的《台北人》，也无法完全跳脱国共之间的冲突，否则怎会有夏志清所谓
《台北人》就是一部“民国史”之类说法?而在白先勇《纽约人》系列小说中，最终走到自杀绝境的吴
汉魂们的遭遇恐怕更非“第三元”所能涵括。
前已述及，无论是国外或国内，在经典建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是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还是重
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究竟以审美艺术性为标准还是以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及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度为主要衡量尺度等两种观点的长期角力。不同的标准得出的结果必然大相径庭。笔者以为，对
于华文文学而言，既有在华文文学内部“经典化”的任务，还有放到包括中国大陆文学在内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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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涵平:《文学经典建构的文化关系与历史语境———兼谈〈埃伦诗集〉经典化的可能性》，《学术研究》2014 年第 11 期。
黄万华:《20 世纪视野中的文学典律构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3 期。
黄万华:《第三元: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经典化的一种视角》，《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 年第 10 期。
中文文学的历史脉络中寻求定位的问题。单德兴等所提倡的双重脉络化，指的是既要注意作品源
始语言的语境脉络，也要注意译入语言的语境和脉络。我们这里可取其精神而略作变通:既要看
到华文文学在海外所在地的语境和脉络，又要看它在华文的母国———中国文学中的语境和脉络。
在整个中文文学中求得经典性定位，当然是华文文学作家应该勠力追求的。然而受作家队伍规模、
发生存在时间和现实生存环境所限，中国本土之外的华文文学的实际水平与中国本土的文学相较，
还有较大差距。在这种实际情况下，前者要以纯“审美”的标准来与后者一较高下，显然是不现实
的。华文文学的长处在于其社会文化功能而不在于审美艺术功能，表现华人在异域文化环境中的
生存状态及其情感和人生体验，这才是华文文学无可替代的长处。更多地将作品放入社会文化脉
络中，以其思想价值、社会意义的特殊性而不是以审美艺术形式的精致度作为衡量华文文学作品
的标准，恐怕才是华文文学研究及其文学史书写最为合适的路径。像“新移民文学”出现仅仅三四
十年，稍早台湾的留学生文学至今也才五六十年，要经典化，显然时间还太短，其首要工作与其
说是“经典化”，毋宁说是“脉络化”乃至“双重脉络化”———凸显作品在社会文化脉络中呈现的思想
价值和社会文化意义。主观评判一个作品属于“经典”而加上其未必能够承受的赞美之语;对于另
外一些作品则断定其为“非经典”而轻易地加以排除和遮蔽，这样很容易因为时间太过短暂以及文
学史书写者本身的审美趣味、思想倾向等偶然因素，而使文学史写作出现不应有的偏颇和遗漏。
结 语
最后，我们或可将作为学术取径的“经典化”和“脉络化”做个概括性对比:
其一，布鲁姆式“经典化”要求隔断文学作品与社会、道德、政治、意识形态等的联系，专注
于作品本身特别是形式上的美学素质;“脉络化”则认为文学作品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下产生的，其价值和意义也只有放到此社会文化脉络中，考究它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发，回答了什
么人们所关心的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阐发和认知。
其二，经典化倾向于给少数“经典”作品盖棺论定，注重对这些“经典”作品作深入阐释;“脉
络化”认为文学史并非只是少数“经典”作品的表演场，而应同时包括文学所有产生的时空脉络，
因此将目光转向更大量作品及其间的相互联系，特别是由此形成的集体思维———文学思潮。除了
“经典”作品外，它同时注意也许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而言尚谈不上“经典”，却在社会和文学发展
脉络中有其不可替代意义的作品。
其三，“经典化”倾向于认定一个普世、固定的经典评判标准，“脉络化”更持文化相对主义和
多元主义观念，认为经典是变动的，它与周遭环境、社会发展脉络紧密相关，时代、环境变了，
人们对经典的认定也会发生变化。只有经过足够时间跨度后还能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才可成为
“经典”。从一些暂时被人们所忽略的边缘性作品中挖掘和发现优秀作品，正是文学史家的任务。
其四，经典化更注重由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精英群体———来充当经典的评判和认定者，脉
络化则更注重在社会、历史的脉络中，由更多的读者来共同决定，从而将经典认定权利留给广大
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
二者相较，对于华文文学而言，脉络化显然比经典化更为合适和必需。应该说，“经典化”如
果指的只是过程和目标而非结果和定论，本无可厚非;但华文文学史的写作如果仅局限于少数被
认定为“经典”的作品的阐释，显然是不够的。目前它还属于应该发掘更多的原始资料，进行认真
的解读、筛选，甚至等待时间和广大读者来择定的阶段，而不是以某个个人或群体(如专家组成的
精英群体)的标准进行“经典”的判定，而将其他更多作品———谁也无法断言其中就一定没有优秀
的作品———先行遮蔽，任其湮没。所以相较于经典化，当前更应该提倡的是脉络化的学术取径。
11朱双一 经典化或脉络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两种学术取径
在偏爱“脉络化”的同时，笔者还要进一步强调“双重脉络化”乃至“多重脉络化”。这是由华文
(人)文学的跨域、跨语、跨文化特质所决定的。这“多重脉络”包括:就文学外部而言，既包含华
文文学所由产生的所在国(地区)的社会、文化、历史脉络，又包含华文文学作家的祖(籍)国的社
会、文化、历史脉络;就文学内部而言，既包含所在国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包含祖国在
内的整个中文文学的发展脉络。一个华文文学作品，只有放到这双重的乃至多重的脉络中来考察，
在其中一个脉络或多个脉络中能够发现其特殊的价值或创新性，也许才是一个“经典”确立的根据。
English Abstract
Classicization or Contextualization?
—Two Academic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ZHU Shuangyi
Abstract: In the past 20 years，scholars on“classicization”in China have been focusing on two
orientations，which are aesthetic and social function． The former emphasizes Harold Bloom's“aesthetic
autonomy”and believes that the classic depends on the inherent qualities of the works，of which Aesthetic
Dignity，originality and Aesthetic Form are all significant symbols． On the contrary，the latter thinks that
the classic is closely related to society，morality，politics and ideology，and should be selected and judged
by the time and the numerous readers． During the specific contex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New Period，the
former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However，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a history of only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still belongs to the certain stage at which large quantities of writers and works should be
excavated，unscrambled，interpreted，and screened to avoid oblivion，rather than being classically judged
by a handful of experts． Therefore，the theory of contextualization and“dual contextualization，”proposed
by Shan Dexing et al． might be worthy of reference． As far as the external of literature is concerned，it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social，cultural，and historical contexts of the country (region)and writers
ancestral(original)country where it was created． In terms of the internal aspects of literature，it should be
placed into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of local Chinese literature，even into the developmental context of the
entire Chinese literature，including that of China's mainland，in which researchers can find its special value
or creativity． And this is the basis for establishing the classics．
Key Words: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classicization; contextualization; dual
context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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